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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日記資料析論日治時期臺日人士
的體育活動 

 

  林丁國* 

 

摘  要 

本文主要運用五種日記資料──田健治郎、內海忠司、林獻堂、張麗

俊、黃旺成等人，他們的身分分別是總督、知事、士紳、保正和公學校教

師，企圖從日臺籍不同社會背景的人士在日常生活中接觸體育活動的記載

進行分析，以此探討日治時期臺灣體育史的發展內涵。由日記中可知，田

健治郎好打網球，是家族聚會和社交應酬的方式之一；他也經常視察各地

運動會，接待日本皇族來臺視察之時，體育活動是經常安排的行程。內海

忠司歷任北、中、南各地警務及行政首長，其個人喜歡騎馬和打高爾夫球，

對於高爾夫球友及各地球場的興建，日記中均有所記載。林獻堂是當時臺

灣社會領導人，本身具有多項運動技能，亦曾主導舉辦地方運動會。張麗

俊長期擔任豐原地方保正，對於武德會及地方運動會的運作亦有參與。黃

旺成早年擔任新竹公學校教師，對於學校運動會的舉辦及以網球作為休閒

運動有最直接而詳實的記錄。本文分別從殖民政府高層及臺籍社會精英等

不同身分背景的人士，以其親身參與的經驗為主軸，進而討論日治時期臺

日人士的體育活動，雖然其中已有若干先行研究，但以日記為主要材料者

尚不多見，本文或許可提供日治臺灣體育史不同的研究取材。 
 
關鍵詞：田健治郎、內海忠司、林獻堂、張麗俊、黃旺成、武德會、運動

會、網球、高爾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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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n the Sports Activities of Taiwanese and 
Japanese in Taiwan during the Period of Japanese 

Ruling from Diary Data 
 

Ting-Kuo Lin ∗ 

 

Abstract 

This study used the diary data from 5 people - Den Kenjirō, Utsumi Chūji, 

Lin Hsien-tang, Zhang Li-Jyun, Huang Wang-cheng, whose identity was governor, 

Chiji, gentry, Bao Chief and teacher of public school, respectively, to analyze the 

records of sports activities that the Taiwanese of different social backgrounds were 

exposed to in their daily life,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history in Taiwan during the period of Japanese ruling. The diary of Den Kenjirō 

showed that he enjoyed playing tennis, and playing tennis was one of activities for 

family gatherings and social interactions. He also frequently inspected the sports 

meets held everywhere. During the reception of the imperial family of Japan, he 

often scheduled for sports activities. Utsumi Chūji had served as the police chief 

and administrative director in various places in the northern, central and southern 

Taiwan. He personally enjoyed riding horses and playing golf. He recorded the 

information on golfer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golf courses at various places in 

his diary. Lin Hsien-tang was a leader in the society in Taiwan at the time, and was 

personally good at various sports. He also had convened local sports meets. Zhang 

Li-Jyun served as the Bao Chief in Fengyuan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and also 

had participated in the operation of Dai Nippon Butoku Kai and local sports meets. 
                                                 
∗ Ting-Kuo Lin, Assistant Professor, Humanities and Art Education Center,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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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 Wang-cheng served as the teacher in public school in Hsinchu in his early 

years. He directly and explicitly recorded the sports meets held at school and the 

leisure sports of tennis.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sports history in Taiwan during 

the period of Japanese ruling mainly based on the sports activities that the senior 

government officers in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and Taiwanese elites had 

personally participated in. Although several prior studies have been conducted, 

diaries were seldom used as main research materials. It is hoped that this study 

may provide a different research approach for the investigation on sports history in 

Taiwan during the period of Japanese ruling. 
 
Keywords: Den Kenjirō, Utsumi Chūji, Lin Hsien-tang, Zhang Li-Jyun, 

Huang Wang-cheng, Dai Nippon Butoku Kai, Sports meet, Tennis, 
Golf 



76  運動文化研究  第二十二期 

臺北聯合運動會從來既誇其盛大，今日新場之竣成，共行啟之紀念，

若此盛況素不足怪。今後臺北之運動界，更一新耳目歟。
1
 

 

一、前言 

 

日記是一個人日常公私事務的總體記錄，也是研究生活史的重要資

料；若是傳主有相當程度的體育活動，則其日記便成為研究體育史的好材

料。如眾所知，日治時期臺灣的體育發展是由官方主導，受史料運用侷限，

初期研究者大多以官方或半官方出版品及報紙雜誌為主，即便如《臺灣日

日新報》或《臺灣時報》等，其中亦多少帶有官方色彩或替統治者宣傳的

立場。然而，隨著研究成果的累積和新史料的發掘，如何運用新的史料已

是研究日治臺灣體育史刻不容緩之事。2 

近年來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受到更多關注，與此有關的日治臺灣體育運

動史，則以三次年代版本的《臺灣人士鑑》為材料的研究最具代表性。3 論

                                                 
1 此段引文出自田健治郎，《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下）》，吳文星、廣瀨順皓、

黃紹恆、鍾淑敏主編（臺北：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9），585，1923 年

4 月 24 日。其意係為迎接東宮太子來臺視察，在新建啟用之圓山運動場舉辦規

模空前盛大的聯合運動會，田健治郎日記寫下當天情況。 
2 關於日治臺灣體育史料的探討，林玫君有多篇文章專門論述，參見林玫君，〈回

頭看臺灣體育史〉，《國民體育季刊》，28.3（臺北，1999.09）：54-62；林玫君，

〈日治時期臺灣體育史料解析〉，《臺灣教育史研究會通訊》，9（臺北，2000.05）：
2-16；林玫君，〈尋求五十年前的體育史料：日治時期臺灣體育專書和雜誌之分

析研究〉，《國立臺中技術學院人文社會學報》，1（臺中，2002.12）：189-207；
林玫君，〈淺談日治時期臺灣專業運動雜誌〉，《臺中學院體育》，3（臺中，

2006.12）：94-105。 
3 《臺灣人士鑑》係由臺灣新民報社（後改稱興南新聞社）調查部紀念該報日刊

發行週年、五週年、十週年所編，三次版本的出版時間是 1934、1937 和 1943
年，分別收錄 1,019、2,788 和 4,000 位日臺籍人士的家庭背景、學經歷和特出

成就與貢獻，並有調查（大部份）人士的「趣味」（休閒興趣），對於日治臺灣

史極具參考價值。臺灣新民報社調查部編，《臺灣人士鑑》（臺北：臺灣新民報

社，1934、1937）；興南新聞社編，《臺灣人士鑑》（臺北：興南新聞，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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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從中進行各項歸類與分析，並以統計數字和比例呈現當時休閒運動的方

式與特質，至今已有豐碩的研究成果。4 然而，以《臺灣人士鑑》為研究

材料亦有侷限性；此由於其收錄對象的人數眾多、範圍廣泛，故僅能簡略

介紹、無法深入探討。誠如學者呂紹理所言：「從《臺灣人士鑑》當中，

我們雖然能描繪出當時社會領導階層在休閒活動上的『傾向』，但我們無

法從其中判定他們在什麼時間、花多少時間來享受他們的休閒生活；他們

儘管可有許多『興趣』，但無法顯示在他們生活當中，休閒活動所占的地

位如何。」5 若謂《臺灣人士鑑》是一大片森林，則個人日記就像森林裡

的每一顆樹，運用個人日記可與以《臺灣人士鑑》為材料的研究收到相輔

相成的效果，也或許可以有助於上述呂紹理教授所言研究困境的解決。 

再從史料的角度而論，日記是以日為單位做記錄，雖然內容具有片斷

而不連續性的特色，但因是逐日記載，對於事件的感受較有時效性和即時

性。其次，日記和回憶錄或口述訪問雖然都以個人為主體，但其間仍有所

差異，此即前者是事件發生時的立即反應，後者則是事後追憶補述，經過

時間的摻雜和過濾，或許事件發生當時的感受已有變化。再者，不同傳主

在日記中對於涉及個人情感的人物或事件，其好惡的表露程度不一，又或

者傳主的家屬後代在日記出版時由於種種因素而有所取捨，上述情況皆令

日記的史料價值性受到影響，但在體育運動方面實無必要加以隱諱或曲

解，傳主大多能據實地記載相關內容，例如在何時、何地與何人從事或觀

看某項運動，其成績如何等等。若以日記資料研究日治時期臺灣體育史，

                                                 
4 以《臺灣人士鑑》為材料進行休閒運動的研究約有下列諸項：呂紹理，《水螺響

起：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生活作息》（臺北：遠流，1998），155-167；呂紹理，

〈日治時期臺灣的休閒生活與商業活動〉，《臺灣商業傳統論文集》，黃富三、翁

佳音編（臺北：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9），357-398；林玫君，《從

探險到休閒：日治時期臺灣登山活動之歷史圖像》（臺北：博揚文化，2006），
493-508；黃慧貞，《日治時期臺灣「上流階層」興趣之探討：以《臺灣人士鑑》

為分析樣本》（臺北：稻鄉，2007）；林丁國，《觀念、組織與實踐：日治時期臺

灣體育運動之發展》（臺北：稻鄉，2012），367-451。 
5 呂紹理，〈日治時期臺灣的休閒生活與商業活動〉，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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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是傳主的日常記錄，其內容比較生活化，正可以彌補官方出版品或報紙

雜誌不足之處；又因具有真實性和私密性，亦可收見微知著之效。 

然而，若單以一種日記作為主要材料，則該傳主必須有足夠豐富的體

育相關記錄才能進行討論；或者，採用數種日記中的體育記錄一同探討，

也是一條研究路徑。是故，本文選取五種日記作為主要材料，從其中有關

體育運動的記錄進行分析討論，內容都是傳主的親身經歷，或許可以提供

不同以往的參考價值。 

本文主要採用下列五種日記──傳主分別是三位臺灣人和兩位日本

人，依出版先後順序介紹如下： 

 

《水竹居主人日記》：1-10冊，內容從 1906年記錄至 1937年。傳主

張麗俊（1868-1941），字升三，臺中豐原人，1899-1918 年擔任豐原下南

坑第一保保正，1926 年被豐原街長任命為豐原街協議員；公職除外，張

麗俊也擔任豐原信用組合理事、富春信託會社經理、豐原水利組合評議員

等職。張氏於 1907年加入櫟社，且是重要成員之一。由於張麗俊長期擔

任地方要角，日記時間長達 20幾年（部分有缺記或散佚），內容十分豐富，

其中又以擔任保正期間，觀看地方上舉行的運動會，以及日本人透過地方

保正拉攏臺灣人加入武德會，日記有不少其親身參與的記載。6 

《灌園先生日記》：傳主林獻堂（1881-1956），名朝琛、諱大椿，字

獻堂、號灌園，以字行。臺中霧峰人，歷任霧峰區長、臺中廳參事、總督

府評議會員等職，後因不滿評議會無議決權，遂發起請願運動，向日本政

府要求設立臺灣議會，以爭取臺灣自主權。而後又與蔣渭水等人組織臺灣

文化協會，展開文化啟蒙以喚起臺灣民族精神。1941 年被指定為皇民奉

公會委員，後又復任總督府評議員，1945 年 4 月被敕選為貴族院議員。
                                                 
6 關於張麗俊日記的介紹，可參考許雪姬，〈張麗俊先生《水竹居主人日記》的史

料價值〉，《水竹居主人日記（一）》，張麗俊著，許雪姬、洪秋芬編纂．解說（臺

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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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1946年起歷任縣參議員、省參議員、省政府委員等職。1949年赴

日本治療頭疾，此後即長期滯留東瀛，直至 1956年病逝東京。《灌園先生

日記》內容包羅萬象，堪稱一部縮小版的臺灣史，時間從 1927 至 1955

年（其中有缺漏和佚失），目前（2013 年 5 月）已出版至第 25 冊（1953

年）。7筆者曾以《灌園先生日記》為主要材料，對林獻堂的健康觀念及其

從事的體育活動進行討論，指出林氏對日治時期臺灣體育運動的發展有其

貢獻之處。8 本文再從林獻堂日記中有關觀看和舉辦運動會，以及打高爾

夫球的部分，著重的焦點與前文稍有區隔。 

《黃旺成先生日記》：黃旺成（1888-1979），亦即陳旺成，號菊仙，

新竹赤土崎人，1894年入私塾跟隨張麟書學習漢文，1903年入讀新竹公

學校，1907 年考入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乙科，為第五屆畢業生。1911

年起擔任新竹公學校訓導，1918年辭教職，1919年受臺中蔡蓮舫聘為西

席，並擔任振南株式會社清算人（類似掌管會計、財務之帳房），1925辭

職返回新竹，而後參與新竹青年會、臺灣文協會新竹支部之活動，並擔任

臺灣新民報社記者、新竹支局長。戰後擔任《民報》總主筆，因對陳儀不

滿，以專欄「熱言」、「冷語」批評時政。1948年任臺灣通志館編纂組長，

1949年獲選為省參議員，1951年出任新竹縣文獻委員會主任委員，開始

纂修新竹縣志，1979年病逝。9 黃旺成日記始於 1912年，止於 1973年，

其中缺了 13年，故前後共計長達 49年。至今（2013年 5月）已出版 1-10

冊（1912-1923年），此期間正是黃旺成從公學校任教到臺中就職的階段，

本文討論其中新竹公學校如何舉辦運動會，以及黃成旺等公學校教師打網

                                                 
7 有關林獻堂日記的介紹，可參考許雪姬，〈《灌園先生日記》的史料價值〉，《灌

園先生日記（一）一九二七年》（臺北：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中央

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1-17。 
8 林丁國，〈從《灌園先生日記》看林獻堂的體育活動〉，《日記與臺灣史研究：林

獻堂先生逝世 50 週年紀念論文集（下）》，許雪姬編（臺北：中央研究院臺灣史

研究所，2008），791-840。 
9 張德南編，《堅勁耿介的社會運動家：黃旺成》（新竹：新竹市立文化中心，1999），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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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的情況。 

《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分為上、中、下三冊，分別出版於 2001、

2006和 2009年。傳主田健治郎（1855-1930），日本兵庫縣人，1919年 10

月至 1923年 9月擔任第八任臺灣總督，也是首位文官總督。田健治郎在

位長達四年，當時正值日本推行內地延長主義，其任內即推行多項政治改

革，例如實施「內臺共學制」、承認「內臺共婚」、推行地方制度改正、廢

除苔刑、設立總督府評議會並邀請民間人士參與、廢止「三一法」改行「法

三號」等。10 此外，田健治郎漢學造詣高深，其日記係以漢文書寫，語

句精鍊、詞藻極為優美，詳細記錄總督任內之公私事務。本文以其中與體

育相關記載為討論材料，諸如 1920年臺灣體育協會成立、1921年臺灣選

手參加上海遠東運動會、1923 年東宮太子裕仁來臺視察，為此興建圓山

運動場並舉辦全島聯合運動會等，日記中都有所記載。 

《內海忠司日記（1928-1939）》：2012 年出版，傳主內海忠司

（1884-1968），京都人，1911年畢業於京都帝國大學政治學科，1928年 9

月來臺，擔任臺北州警務部長，1929 年 12 月任臺南州內務部長；1931

年 5月任臺北市尹；1932年 3月任新竹州知事；1935年 1月任高雄州知

事，1939年 1月離職，返回東京，出任南日本化學工業株式會社監查役，

1968 年去世。11 內海忠司歷任臺灣北、中、南各地方之行政首長，此部

日記可謂其在臺任官（1928-1939）日常生活之縮影，亦可從中觀察日本

官僚在殖民地臺灣的公私記錄。內海忠司熱愛運動，公務方面，經常出席

各地運動會或武德會，或以官員身分去觀看網球、棒球比賽。此外，他喜

愛騎馬，有時是休閒消遣，有時則乘馬外出視察兼身體運動；打高爾夫則

是內海忠司最為沉迷的運動，日記詳細記錄他在何時和何人打球多久時

                                                 
10 鍾淑敏撰，〈田健治郎〉，《臺灣歷史辭典》，許雪姬總策劃（臺北：行政院文化

建設委員會，2004），266。 
11 內海忠司，《內海忠司日記（1928-1939）：帝国日本の官僚と植民地台湾》，近

藤正己、北村嘉恵、駒込武編（京都：京都大學學術出版會，2012），ⅶ-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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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後來甚至更在日記寫下當天打球的桿數，而且是逐洞記錄，然後加總

計算總桿數。內海忠司與林獻堂年紀相仿，也都熱愛高爾夫，本文即從兩

人日記所載分析其打高爾夫的情況。 

 

二、武德會召募會員與經費徵收 

 

臺灣的武德會組織是「大日本武德會」的殖民地分支機構，而大日本

武德會成立於 1895年，正值日本帝國主義向外擴張之時，以此機構提倡

尚武的軍國體育和振興傳統武術。其設立目的在於「涵養武德、獎勵武術，

發揚大和魂以振作國民精神士氣、培養忠君愛國的觀念。」12 大日本武

德會乃由皇族出任總裁及名譽會員，以全國警務人員及武術家等相關人士

為主要會員，定期舉辦各項柔道、劍道、相撲等傳統武道競賽，藉此提倡

日本固有的武士精神，俾令會員有更密切的聯繫。1900 年 8 月仿照日本

國內，在臺灣設置武德會委員部；1906年 4月改稱「武德會臺灣支部」，

以歷任民政長官（1920年後改稱總務長官）為支部長、警視總長為會長。
13 1907年 5月 26日改制後的武德會舉行發會式，在臺灣提倡日本傳統武

道中的柔、劍、弓道、馬術和相撲等技藝，而其所屬的體育俱樂部則舉辦

游泳、田徑、自行車、運動會等體育競賽。臺灣的武德會除了以日本軍、

憲、警、刑務人員為主之外，同時亦極力拉攏具有「武力」性質的臺灣人

加入，以便掌控其生活動向，更可加強對地方社會的控制，而這也被認為

是日治時期臺灣人從事體育運動的開端之一。14  

                                                 
12 山本礼子，《米國對日占領と武道教育：大日本武德會の興亡》（東京：日本圖

書センタ─，2003），79-85。 
13 臺灣警察協會雜誌編輯部，〈武德會臺灣支部の事業一斑沿革〉，《臺灣警察協會

雜誌》，96（臺北，1925.06）：44-54。 
14所謂具有「武力」性質的臺灣人，係指各地武館拳師和民間傳統陣頭之成員。見

竹村豐俊，〈臺灣體育界の概況：體協創設以前〉，《臺灣體育史》，竹村豐俊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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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武德會臺灣人會員之募集，通常由警察部門出動，命所轄之地方

保正，每人召募若干人，募集愈多者愈是榮譽。至於武德會經費之募集，

有自由樂捐，也有行政命令攤派，更有令警察進行勸誘、甚至依保甲或戶

數強行徵收，若有逾期未繳則處以罰金，故對人民而言，亦造成某種程度

的壓力。15 前述 1907 年 5 月 26 日改制後的武德會將舉辦發會式之前，

身為保正的張麗俊在日記中即有相關記載，例如 5月 1日：「十時餘到役

場付（赴）保正例會，廳長北島國助臨場開會云：『言武德會募集之殷勤，

各保正宜留心辨（辦）理』云云。」16 當時張麗俊被分配召募 16名會員，

5月 5日「遂往役場，取武德會徽章拾六個，欲派保內人負擔焉。」5月

9日再「令清漣（按：張麗俊長子）往保內募入武德會者。」17 雖然無法

從日記得知張麗俊最後募集到哪些人加入武德會，但對於募資興建武德殿

則有所記載，例如同年 10月 12日「往墩到役場，諸保正俱至，議捐武德

會員重出建築武德會院。」18 1911年 8月 8日張麗俊仍持續召募會員：「遂

往墩，到林嬰店中勸入武德會員，適廖匏在此，又勸其戶主人陳振順入仝

上會員。」19 到該年年底，繳交會費期限已到卻仍未收齊，最後是由張

麗俊先墊付繳清，12 月 27 日有記：「到役場相商募集武德會員，限本日

會金定要交清，遂回，被劉世才享午，往收此金，並先支付繳清。」20 1913

年豐原武德殿落成啟用典禮，費用仍是保正在保內各戶進行徵收，10 月

13日所載：「到保甲聯合會議所，諸保正俱集。十一時，支廳長、警部補

                                                                                                                
（臺北：臺灣體育協會，1933），5-6。 

15 〈募集武德會員〉，《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7.04.02，4 版；〈武德會募集寄金〉，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03.10，4 版；〈徵寄附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

1908.07.31，4 版；〈是是非非〉，《臺灣日日新報》，1929.11.03，夕刊 4 版。 
16 張麗俊，《水竹居主人日記（一）》，許雪姬、洪秋芬編纂、解讀（臺北：中央研

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214。 
17 張麗俊，《水竹居主人日記（一）》，217、220。 
18 張麗俊，《水竹居主人日記（一）》，273。 
19 張麗俊，《水竹居主人日記（三）》，許雪姬、洪秋芬、李毓嵐編纂、解讀（臺北：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93。 
20 張麗俊，《水竹居主人日記（三）》，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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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開臨時會，武德殿落成式費用，各保每一戶要出金四錢六厘，限明日交。」

21 從日記可感受到武德會人員和費用的募集與徵收具有時間壓力，亦對

地方保正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有更深刻的認識。與張麗俊情況相近，林獻

堂日記也有類似捐款記載：「大屯郡警察課長八角德三及伊藤警部補來，

請寄附臺中武德殿及警察課自働車，余各寄附百円。」22  

田健治郎和內海忠司的日記亦有關於武德會的記載，但總督或知事蒞

臨武德會場，多是比賽時校閱武藝，或者為日本皇族來臺視察陪同檢視，

看到的景象都是盛大的場面，自然與張麗俊在地方基層的處境截然不同。

例如 1920年 10月大日本武德會總裁久邇宮邦彥親王來臺，行程即包含視

察武德會演藝，田氏日記有載：「前九時發，被臨武德會大會場，殿下以

同會總裁之資格賜令旨，下村支部長（按：總督府總務長官下村宏）奉答

之。次行弓術型、大刀型及擊劍型供臺覽。更移席於射場，觀四人四組之

射術。」23 內海忠司曾任臺北州警務部長，州內舉辦武道大會是其職責

所在，而後擔任州知事，本身即是該州武德會地方支部長，經常列席武德

會之州內乃至全島性武道大會，日記中亦有記載，但多半僅簡略記錄競賽

成績而已。24  

綜合上述，僅從《臺灣警察協會雜誌》或《臺灣日日新報》等官方出

版品討論武德會實有所不足，日記資料正可提供不同的參考價值，尤其張

麗俊所著《水竹居主人日記》，對於武德會召募臺灣人會員與經費徵收方

面，有確實而詳細的記錄，從中亦可知保正在武德會發展所扮演的重要角

色。 

                                                 
21 張麗俊，《水竹居主人日記（三）》，423。 
22 林獻堂，《灌園先生日記（二）1929 年》，許雪姬編（臺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中央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0），197。 
23 田健治郎，《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上）》，吳文星、廣瀨順皓、黃紹恆、鍾淑

敏主編（臺北：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1），508。 
24 內海忠司，《內海忠司日記（1928-1939）》，242、275、306、437、455、467、

487、489、513、3527、537、544、566、568、650、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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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運動會的舉辦與觀看 

 

(一)新竹公學校運動會 

日本領臺之後，建立仿效西洋的近代式學校制度，導入近代教育中極

受重視的學校體育，從年輕學子開始實施，逐漸在臺灣扎下體育基礎。根

據許佩賢研究指出，學校運動會在 1897年首次出現在臺灣，1900年代之

後以北部諸學校為中心開始逐漸普及，至遲在 1910年之前，大概全臺灣

各地學校都有舉行運動會的記錄。1920年代以後，運動會更加頻繁舉行，

有時是大型的區域性聯合運動會，有時與附近學校舉行中型的聯合運動

會，有時則是某校單獨舉行的小型體育會。25  

運動會在日治時期可謂地方上官民聯合動員的盛事，從日記資料中亦

常見關於運動會的記載，例如擔任公學校訓導的黃旺成，其日記中對於公

學校舉辦運動會有不少的記錄。從 1912年日記可知，新竹公學校運動會

正式舉辦之前先教導學生練習典禮的進行、唱歌和競賽項目；當運動會結

束後，由於對日本人教職員感到不滿，所以黃旺成沒和他們一起去喝酒慶

祝。26 也曾和鄭元壁、張澤等公學校教師到新竹小學校觀摩運動會的舉

辦。27 1914年 11月 8日新竹、樹林頭、牛埔等三所公學校舉行聯合運動

會，早在 9月 17日學校教職員即開會決定此事，並找當地士紳和學務委

員共同商量運動會相關事宜。同時，也開始讓學生練習表演活動和競賽項

                                                 
25 許佩賢，《殖民臺灣的近代學校》（臺北：遠流，2005），302-303。 
26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一）》，許雪姬主編（臺北：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

所、國立中正大學臺灣人文研究中心，2008），191-197，1912 年 4 月 17 至 4
月 21 日。 

27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二）》，許雪姬主編（臺北：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

所、國立中正大學臺灣人文研究中心，2008），408，1913 年 1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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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黃旺成本人則和張式穀組成兩人三腳，參加教職員組的競賽。28 在

這次運動會籌備過程中，發生日臺籍教師之間的衝突，讓黃旺成覺得很不

愉快。29 黃旺成身為教員，負責辦理學校運動會的種種庶務性工作，日

記中對於運動會前一個月左右，學校授課時數減少，開始做遊戲、行進、

體操、競賽等項目的練習和預演，以及運動會場地、設備、獎品、發送邀

請函，乃至教員之間的合作與衝突，甚至運動會結束當天晚上舉辦慰勞

宴，「余等本島人共得集一席，開懷暢飲」等等，都有詳細的記載。30 1917

年 11 月樹林頭公學校（今新竹市北門國小）舉辦運動會，新竹公學校校

長阿部光平要求該校教職員前往觀摩，語氣無禮，引起臺籍教師不滿，「仝

人擬全罷往」，後來黃旺成「因食氣，故不往參觀樹林頭運動會」，31 乃

至日後故意遲到學校以示不滿，導致最後憤而辭職。 

綜合上述，黃旺成日記對於公學校運動會的人、事、時、地都有確實

而細膩的記錄，而且內容生動，令人有親臨現場的感覺，不僅對於臺籍公

學校教師在運動會扮演的角色有具體的記載，更可與《臺灣日日新報》的

報導互相參照。 

 
 
 

                                                 
28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三）》，許雪姬主編（臺北：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

所、國立中正大學臺灣人文研究中心，2009），269-300，1914 年 9 月 17 至 10
月 19 日。 

29 此次衝突起因於對學生操練旗體操，先是黃旺成（不知何故）不願幫樋口貞義

教該班學生練習旗體操，由張澤去幫樋口，而樋口卻不肯去教張澤班上的習字

課，於是校長阿部光平大罵樋口自私，結果樋口去操練自己班的旗體操，卻又

做不來。後來校長阿部光平見旗體操做得不好，就集合學生訓斥一番，黃旺成

班上學生對此怨聲載道。見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三）》，313-315，1914
年 11 月 2 日至 11 月 4 日。 

30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三）》，306-319，1914 年 10 月 26 日至 11 月 8 日；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五）》，許雪姬主編（臺北：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

所、國立中正大學臺灣人文研究中心，2009），218，1916 年 12 月 3 日。 
31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六）》，許雪姬主編（臺北：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

所、國立中正大學臺灣人文研究中心，2010），204-205。 



86  運動文化研究  第二十二期 

 

(二)地方士紳觀看運動會 

張麗俊和林獻堂皆為地方領導階層人士，經常受邀出席學校運動會當

來賓，甚至地方上的街庄運動會也有親身參與的經驗。目前出版的《水竹

居主人日記》始於 1906年，該年即有記載張麗俊到葫蘆墩公學校觀看運

動會的情況：「其學生各分年級，互相爭雄，並將競技之種別列明……。

以上各技，凡在一、二、三者俱有賞品，是日觀者數百人」。32 張氏將此

次運動會的表演及競賽項目共計 38種，逐一記錄其名稱，表露出對於運

動會兼具慶典以及新奇性和趣味性的感受。在 1900年代，臺灣的學校運

動會尚處於起步階段，葫蘆墩公學校此年舉辦的形式和規模似乎已經頗為

成熟。 

此外，張麗俊身為最基層的社會領導人，對地方上的體育事務也參與

其中，1925年日記有載：「乘（趁）今夜街長傳體育會並傳諸保正決定云。

晚飯畢，仝世藩往役場，體育會員內地人二十人、本島人十人，街長大澤

氏出席，言來新曆三十一日天長節並開街庄體育會，即運動會也，近十時

議定散會。」33  

日治時期臺灣的體育組織是與行政組織相結合，從總督府以下到各

州、郡、街、庄皆是如此。例如最高領導機構是臺灣體育協會，由總督府

總務長官擔任會長，各州廳設有地方支部，知事或廳長即該州廳支部長，

                                                 
32 當時運動會係趣味性大於競技性，此次計有 32 種項目、共 38 場，內容如下：1

開會唱歌、2 隊列運動、3 徒步競走、4 旗送競走、5 二人三腳、6 戴囊競走、7
縮步競走、8 桶送競走、9 徒步競走、10 盲目手引、11 單腳競走、12 スプ─ン
レ─ス、13 雷同、14 遊戲、15 兔飛競走、16 バスケットボ─ル、17 雷同、18
計算競走、19 徒手體操、20 雷同、21 擔物競走、22 表情遊戲、23 七夕競走、

24 雷同、25 回轉競走、26 雷仝、27、だるま送り、28 行進遊戲、29 盲目拾球、

30 蜈蚣競走、31 花形行進、32 啞鈴體操、33 旗取競走、34 だるま落し、35 障

物競走、36 來賓競走、37 生徒綱引、38 職員競走。見張麗俊，《水竹居主人日

記（一）》（臺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146，1906 年 12 月 9 日。 
33 張麗俊，《水竹居主人日記（六）》，407，1925 年 10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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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以下稱為體育會，由郡守、街長、庄長擔任會長，而各體育會設有會員

若干人，由當地地方人士出任。即如此仿效日本體育組織之架構，配合行

政統治體系，上從總督府、下至各州廳、乃至各郡街庄，體育發展達到一

氣呵成、一以貫之的境界。34 一般而言，州郡以上的體育運動資料較豐

富，愈是地方基層的相關記載則愈少，張麗俊日記所載正與上述情況相

符，而且可彌補官方資料之不足。從中可知 1925年豐原街體育會員共有

30 人，日本人占三分之二，臺灣人僅有三分之一，可見連最基層的體育

組織也由日本人掌控，臺灣人實在難以在體育發展方面居於主導地位。 

再從林獻堂日記來看，1920至 30年代的霧峰庄長係由林家子弟林猶

龍、林雲龍相繼擔任，起初林獻堂觀看霧峰公學校運動會的情形與張麗俊

類似，都是以來賓身分旁觀列席，1931年 11月 7日「九時餘招（蔡）培

火往觀霧峰公學校之運動會，壯丁亦參加，八角警察課長、久保警部補俱

臨席。庄長猶龍分給賞品，校長萱場統監一切，觀眾約二千餘人，頗為盛

會。」35 公學校的運動會由校長統籌一切事務、庄長擔任頒獎人堪稱合

宜的安排。翌年（1932），林獻堂及其長子林攀龍共同發起成立一新會，

並由次子林猶龍擔任體育部部長（猶龍此時身兼霧峰庄長及一新會體育部

長），連續三年舉辦「一新會運動大會」，《灌園先生日記》對此有詳細的

記載。從日記可知這是由臺灣人所主導的地方性運動會（霧峰林家也的確

有能力和實力自行舉辦），兼具競賽性與趣味性，參與者多是臺灣人，其

中也邀請日本人士加入來賓趣味競賽，可惜只舉辦三屆即停止。36 1934

年在臺中州政府再三要求下，一新會加入官方組織「教化聯盟」，該年的

                                                 
34 林丁國，《觀念、組織與實踐：日治時期臺灣體育運動之發展》（臺北：稻鄉，

2012），460。 
35 林獻堂，《灌園先生日記（四）一九三一年》，許雪姬主編（臺北：中央研究院

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2000），349。 
36 關於一新會運動會的舉辦，筆者曾撰文討論，茲不贅述。請參考林丁國，〈從《灌

園先生日記》看林獻堂的體育活動〉，《日記與臺灣史研究：林獻堂先生逝世 50
週年紀念論文集（下）》，許雪姬編（臺北：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8.06），
79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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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會運動會已然變質，而改為霧峰庄、公學校、一新會三者的聯合大運

動會，日本人的勢力也介入其中運作，1935 年 9 月一新會委員會遂決議

停辦運動會。37  

運動會除了展示統治者施行新式教育的成果之外，也是近代國家日本

規訓新臣民及教化地方社會的場域。38 從張麗俊和林獻堂的日記來看，

當地方上舉辦運動會之時，臺籍士紳經常以來賓身分應邀前往參觀，但僅

能以「旁觀者」、「贊助者」、「協辦者」，乃至「參與者」參加競賽的身分

出現。這正符合統治者「展示」、「教化」的用意，而臺灣人則藉由運動會

去感受現代性的意涵。林獻堂若和張麗俊一樣，長期居於「客者」或「從

者」的身分則無妨，但若要爭取居於「主位」主動舉辦則不行，畢竟體育

的主導權仍然掌握在日本人（統治者）手中。 

（三）日本皇族視察運動會 

由於日記傳主身分地位之不同，日記所載運動會的層級亦有所差異，

前述黃旺成、張麗俊、林獻堂等人之記錄多為地方性運動會，規模較小型；

至於位居統治階層的田健治郎和內海忠司，其日記中的運動會則屬官方活

動，多是規模盛大的場面，蒞臨會場乃是巡視性質，短暫停留後即行離去。

例如田健治郎在 1919年 11月 12日蒞臨臺北新公園觀看臺北各小學校聯

合運動會，「生徒集者男女合共五千六百餘人，父兄參觀者數倍焉，其盛

況所未曾睹也。觀體操數番，一時間餘而歸。」39 次日在同場地則舉辦

公學校聯合運動會，「後一時半，依前日之例，臨公園運動會場。此日係

本島人公學校男女生徒之運動，生徒六千餘人，父兄等聚者亦超三萬云。

                                                 
37 林獻堂，《灌園先生日記（八）一九三五年》，許雪姬主編（臺北：中央研究院

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2004），352。 
38 入江克己，《日本近代體育の思想構造》（東京：明石書店，1998），331-332。 
39 田健治郎，《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上）》，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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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各種運動，三時歸館。」40 次月 4 日，田健治郎再蒞臨臺北師範學校

及附屬小、公學校聯合運動會，「太田校長以下出迎，偶當運動會之日，

直入運動場觀之。生徒九百九十餘人，附屬小、公學校生徒千數百人參加，

頗盛會也。觀四、五之競技，更巡視教場、其他附屬廳舍而去。」41 相

較於前述黃、張、林等臺籍人士所觀看的地方運動會，觀眾人數多在數百

人至一、二千人，而田健治郎出席的運動會，參賽及表演者動輒數千人、

觀眾皆有數萬人，此等規模可看出當時臺灣運動會之盛況。 

由於運動會具有展現統治者對於學校和社會的教育及教化成果，此與

軍隊閱兵的性質有相似之處，故是日本皇族來臺視察經常安排的活動行

程。42 1920年 10月，身兼大本日武德會總裁的久邇宮邦彥王來臺視察，

總督田健治郎陪同，先是該月 21日到臺北新公園觀看甫成立的臺灣體育

協會所舉辦的全島運動會，23日到臺中觀看小學校運動會，「若體育會競

走三番，集者數千人，頗盛會也」；25日先到臺南中學校參觀，再「於運

動場觀臺南男女各學校生徒四千餘名之聯合運動會，頗為壯觀」。30日回

到臺北新公園運動場，「臺覽市內全小學校生徒聯合運動會，出場生徒六

千餘人，種種遊技運動等頗為盛觀。」翌（31）日又到新公園運動場，「臺

覽臺北市內各公學校生徒七千餘人之聯合運動會，略同昨日小學校之例。」

43 從各地學校舉辦聯合運動會的時間來看，應是事先議定安排，以配合

久邇宮的視察行程，正如日記所載，該年春天田健治郎返東京述職時即已

                                                 
40 田健治郎，《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上）》，65。 
41 田健治郎，《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上）》，95。 
42 日治時期日本皇族來臺視察之運動會與大型聯合體育、視閱活動共有 12 次，參

見陳煒翰，〈日本皇族的殖民地臺灣視察〉（臺北：國立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

究所碩士論文，2011），167-169。另有到其他體育設施視察或運動，如高爾夫

球場、賽馬場、棒球場等有 15 次，參見林丁國，〈觀念、組織與實踐：日治時

期臺灣體育運動之發展〉（臺北：國立政治大學歷史所博士論文，2009），
306-326。 

43 田健治郎，《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上）》，496-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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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赴王邸拜謁久邇宮。44  

若論日治時期日本皇族來臺視察活動，其中規格最高、規模最大者當

屬 1923年 4月東宮太子裕仁的行程。為迎接此次來臺巡視，特興建占地

二萬多坪的圓山運動場，該場地是一座綜合型運動場，可舉辦棒球、網球、

賽馬、運動會等競賽，其設備新穎，足與日本國內一流場地相比美，並取

代臺北新公園運動場成為全臺最新又最具規模的運動設施。而且交通便

利，有淡水線鐵路連接載運，是此後日本皇族來臺視察常到之處。45 當

東宮太子抵達臺灣的前一個月，圓山運動場即已竣工，田健治郎在總務長

官賀來佐賀太郎、臺北市尹武藤針五郎的陪同下前往視察，1923 年 3 月

25日有載：「觀市民為行啟記念所築造大運動場，在丸山遊樂園下勅使街

道之南側，廣袤約二萬二千坪，超新公園運動場五倍餘。觀覽臺、其他諸

設備頗完美，蓋規模之大，可與內地無比。」46 1923年 4月 24日太子殿

下蒞臨圓山運動場，在總督陪同之下觀看全島學校聯合大運動會，田健治

郎在日記中對於運動場地設備及當天觀看之事詳加記載： 
 

圖一 1923 年為迎接皇太子來臺視察，在新啟用的圓山運動場舉行全島

運動會 

圖片來源：《臺灣日日新報》，1923 年 4 月 26 日，7 版。 

                                                 
44 田健治郎，《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上）》，486。按：1920 年 1 月 8 日之日記

有載：「午後一時，乘自働車歷候各宮家，先抵久邇宮澀谷邸，殿下引見，暫話

且賜茶菓而退。」 
45 〈運動設備優美〉，《臺灣日日新報》，1923.04.26，5 版。 
46 田健治郎，《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下）》，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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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二時二十分，臨于丸山新設運動場，臺覽全島學校聯合大運動會。

初本島行啟之廷議決也，直決大運動場新設之議，主募義捐金，費

工費數萬圓，築造面積貳萬坪餘之大運動場。臺覽場、觀覽場等之

設備頗宏壯，雖內地，恐可無比類也。臺北各學校除一年生外全部，

則：市內小學校生徒六千五十六名、公學校生徒八千一百四十六名、

中學程度生徒四千七百四十八名、各州廳代表生徒四百五十三名，

計臺萬九千四百三名。右參加人員外，參觀者三萬人，合計五萬人

以上之大盛會也。臺覽運動十餘種、二十一回，自最少一班三十人，

到最多一班五千六百八十四人，約二時間。整肅順環，有統一，有

秩序，觀者無不歎賞。臺北聯合運動會從來既誇其盛大，今日新場

之竣成，共行啟之紀念，若此盛況素不足怪。今後臺北之運動界，

更一新面目歟。47 
 

此次運動會雖然號稱「全島」聯合大運動會，其實是以臺北市中、小、

公學校學生為主，動員學生人數達一萬九千人，其他各州廳學生代表僅有

四百五十三人，連同觀眾達五萬多人。一天之內的活動具有如此規模，堪

稱極其盛大，而且能夠秩序井然，令觀者讚賞，圓山運動場的啟用及皇太

子行啟紀念運動會，實是臺灣體育發展的一個新里程碑。 

此外，田健治郎也以總督身分接見重要的體育人士，例如 1921 年 5

月橫田太郎、竹中逸雄、李延澤、蕭樂善等四名臺灣選手代表日本赴上海

參加第五屆遠東運動會，其中橫田太郎獲得馬拉松賽第三名，報紙盛讚諸

人「實為臺灣選手揚眉吐氣。」48 當此四人返抵臺灣時，田健治郎即予

接見，該年 6月 15日有載：「赴上海東洋運動競技，我臺灣選手四人及內

地選手金栗外一人歸著，來謁。」49 此處之「我臺灣選手四人」，其實是 

                                                 
47 田健治郎，《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下）》，392。 
48 〈上海へ臺灣代表選手派遣〉，《臺灣時報》，1921.06，114-115。 
49 田健治郎，《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中）》，吳文星、廣瀨順皓、黃紹恆、鍾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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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1921 年首批代表日本參加上海遠東運動會的臺灣選手，返臺後受

田健治郎接見。右起蕭樂善、橫田太郎、蜂谷彬（監督）、李延澤、

竹中逸雄 

圖片來源：《臺灣日日新報》，1921 年 5 月 20 日，7 版。 

 

二位日本人和二位臺灣人，在當時都算是「臺灣選手」。1922年臺灣體育

協會邀請東京基督教青年會美國籍人士布朗來臺傳授運動技術，亦曾拜會

田健治郎，10 月 30 日也有記載：「日本基督教青年會體育部主任 F. H. 

Brown伴淡水中學 Dowie（按：即羅虔益）外本邦人二名來禮訪，應臺灣

體育會之招聘，為體育練習來島者也。」50 從田氏日記中的體育相關記

載可知，臺灣總督對於日治時期的體育發展亦有相當程度的影響。 

 

 

 

 
                                                                                                                

敏主編（臺北：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6），216。按：此日所記之「內

地選手金栗」即日本體育史名人馬拉松健將金栗四三，此時順道臺灣一遊。 
50 田健治郎，《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下）》，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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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學校教師與臺灣網球運動的起源 

 

網球是日治時期極為盛行的運動，當時稱為「庭球（ていきゅう）」，

或直接以外來語「テニス（Tennis）」稱之（此用語至今仍見年長者使用），

而日治時期所謂的「庭球」或「テニス」通常是指軟式網球，與現今普遍

使用的硬式網球差異很大。關於臺灣網球運動的起源，一般是以曾任臺灣

體育協會網球部部長的音羽守回憶，以及黃英貴主編〈中華民国軟式庭球

八十年史〉間接引用吳蘅秋（曾任彰化市議會議長）、黃文苑（彰化網球

界耆老）和詹春伯（彰化望族）的對話回憶為主。51 音羽守認為在第五

任總督佐久間左馬太執政時期（1906-1915），基於殖民地教育事業和致力

於獎勵移民，許多日本教師和會社人員渡臺定居而傳入網球。至於日本國

內網球風氣之盛行約與臺灣始政同時，在渡臺人士之中即不乏擅打網球

者，便將此項運動引進、推廣，其中又以政府機關、民間會社和學校教師

居多，其中尤以素有臺灣軟網開山祖師之稱的鳥山隆夫影響最大。鳥山氏

原為大阪時事新報社運動部長，1907 年來臺任職於鐵道部，不僅攜來網

球、球拍、球網等器具，更在各地開闢場地、傳授球技，也召集同好球伴

打網球，使網球風氣日漸興盛。52 至於吳蘅秋和詹春伯二人則回憶於

1908-1909年間就讀總督府國語學校，當時曾在校內看到數名日本教師分

別站在廣場兩邊，打一種柔軟的、用手可以捏得下的橡膠球。53  

                                                 
51 例如楊聯琦、林玫君，〈臺灣軟網「球聖」柳金木〉，《臺灣百年體育人物誌》（臺

北：臺灣身體文化學會，2006），247-271。 
52 音羽守，〈既往二十年間臺灣庭球界回顧（一）〉，《臺灣日日新報》，1922.09.13，

4 版，作者音羽守為當時的臺灣體育協會棒球及網球部長；森永信光，〈臺北庭

球界〉，《臺灣時報》，1910.01，30-33。 
53 黃英貴主編，〈中華民国軟式庭球八十年史〉（陳慶春譯），《續日本庭球史─榮

光の国民体育大會》，表孟宏編（東京：遊戲社，1988），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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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兩種說法分別從日本人（臺灣體育協會幹部）和臺灣人（曾是國

語學校學生、後擔任公學校教師）互相參照，大致足以印證臺灣軟式網球

的傳入與起源，但對於臺灣人最初從事網球運動的資料至今仍較罕見。迨

至 1920年代以後，諸多臺灣網球選手崛起，在島內各地舉辦的比賽經常

獲得佳績，更代表臺灣赴日本參加明治神宮體育大會，甚至成為日治時期

臺灣人技壓日本人最具代表性的運動。54 值得進一步思考的是，網球是

一項講究球齡的運動，球技無法一蹴而成，從 1900年代後期到 1920年代

初期，這十多年的時間裡，必然是臺灣人學習網球從入門到成熟的黃金時

期，但由於資料有限，無法舉出具體事例。然而，從當時擔任公學校教師

的黃旺成日記中或許可以進行論證。 

黃旺成於 1911至 1918年擔任新竹公學校教師（訓導）之職，其日記

自 1912年起至 1915年 2月之間主要以日文書寫，此後則以漢文為主。「網

球」一詞，在黃氏以日文書寫日記的時期係以外來語「テニス」或「てに

す」記之，若以漢文寫日記則絕大多數記為「庭球」。黃旺成日記始於 1912

年，該年即有多次與學校同事打網球的記載，例如：「授業后諸友とテニ

スをやりて後退校（教完課和諸友打網球後離開學校）」、「放課后より本

島人と阿部．南出（此二人皆是同校教師，阿部於 1913年底擔任新竹公

學校校長）と四時半迄テニスをやりたり（放學後臺灣人和阿部光平、南

出隆一起打網球到四點半）」、「テニスをせんとすれど鍵吞（新竹公學校

工友）に持ち行かれたれば遂果さゞりき（我想打網球，但是因鑰匙被吞

仔帶走而未果）」、「全校放課后張傑．李．鄭とにてテニスをなせり 流汗

雨の如く（全校放學後，與張傑、李良弼、鄭元壁一起打球到四點，汗如

                                                 
54 林丁國，〈日治時期臺灣棒球和網球的島內外競賽表現〉，《臺灣史研究》，16.4

（臺北：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9.12）：37-80。1920 年代以後，臺灣人

著名的軟網選手即有：臺北張有傳、張如陵、王秀川、張火樹、辛瑞慶；臺中

葉雲昌、張金爐、宋燕逖、林山柱、黃仁昱、林煥申、柳金木；臺南許秋風、

徐金山等人。 



從日記資料析論日治時期臺日人士的體育活動  95 

雨下）」、「授業后……而してとてにすをやりたり（教完課……然後和吳

萬來、張澤一起打網球）」、「朝快晴にしてなし テニス（早上天晴無風，

教完課後打網球）」「茶話會濟みててにすをなす 平石君（新竹公學校教

師）も來打（茶話會結束後打網球，平石義人也來打）」、「授業后月俸を

貰ふ 書籍を調べず愉快にてにすをなせり（教完課後，領了月薪，我沒

有檢查書籍，卻很愉快地打網球）」、「授業后……誘はれてくよくてにす

ななし（教完課後……受到邀請去打網球，精神很好，打到天黑）」、「午

后テニスをやりて疲れたり（下午去打網球，很累）」等等。55  

從以上日記內容得知，黃旺成通常在課後和同事打球，球友不分日臺

籍同事，但大多數時間是和臺籍友人，包含校內及附近學校同事（例如樹

林頭公學校的曾瑞堯和林玉湖），他們和黃旺成都是同時期或前後幾期畢

業於國語學校師範部。從中也可知打網球是公學校教師的一項重要休閒運

動，而且可能在國語學校就讀時即已接觸過網球。再者，1914至 1916年

間未見黃旺成打網球的記載，1917 年（此時以漢文「庭球」記之）又有

「午後各教室大掃除，後打庭球，本日之打庭球為數年之未有，三時退

校」、「授業後打庭球至四時外方休息」、「令生徒大掃除教室，十時畢，打

庭球至將十二時退校。」等記錄。56 1918 年黃旺成因不滿校長行事作風

而辭職，1919 年到臺中擔任蔡蓮舫的家庭教師、而後出任蔡家事業之清

算人，此後日記僅偶而出現休假回新竹時與舊友赴學校打球的情況，例

如：「往學校託（李）延年、李君（良弼）、（張）榜先，順打庭球數箇。」

57  

從日記無法確實得知黃旺成球技如何，但筆者推斷其球藝平平，因為

                                                 
55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一）》，107、128、130、133、475、479、485、524、

527、530。  
56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六）》，28、33、68。 
57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七）》，許雪姬主編（臺北：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

所、國立中正大學臺灣人文研究中心，2010），228，1919 年 10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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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幾次他到學校只觀看打球，自己並未下場；日記中未曾見到網球技術或

觀念的記載；而且打球從未記載勝負，這與他和友人下棋大多有記錄輸贏

場次的個性大相逕庭。黃旺成諸球友中，大張（張傑）應該是對網球比較

熱衷者，1926 年張傑家中興建「球庭」（網球場），黃旺成起初有些不以

為然，在日記寫下（按：此時期以中國時下流行的白話文語法撰寫日記）：

「呀唉！老朋友呀！你怎麼受享樂主義的害毒這樣深呢！」但等到球場建

成，他仍與張榜、曾瑞堯等友人「一仝到大張家打庭球。」58後來又在日

記中表示對網球闌珊之意：「午飯後旋即往大張家打庭球去，似此優遊以

表示享樂的人生觀，果否有真意義在？予頗懷疑。」59 

至於其他（曾任）公學校教師的球技水準，從日記中亦難判斷，唯林

呼爐與蘇福二人應屬其中佼佼者。林、蘇皆身兼新竹公學校教職員和新竹

州網球代表隊，1924-1925年獲得臺灣體育協會新竹支部網球比賽冠軍，

其中林呼爐更曾獲個人組冠軍。60 黃旺成日記 1922 年 8 月 13 日之標題

即「新竹、臺中兩軍庭球戰」，內容記載新竹州網球代表隊到臺中比賽，

黃旺成帶其子黃繼圖及蔡蓮舫之子蔡伯淙前往觀看的情況：「新竹以林、

蘇兩軍先敗，以後連戰連敗，午後二時終場，新竹軍優勝軍一陣，旋即戰

敗，而臺中軍之優勝四、五組，相形見拙，予因新竹人亦為之同愧也。」

61黃旺成與林、蘇為舊識，前一天日記即有載「林呼爐、蘇福為庭球大會

來中」，又因地緣關係支持自己家鄉球隊，此役新竹慘遭臺中州痛宰，黃

旺成也感到慚愧。此次比賽，《臺灣日日新報》以電話採訪而有報導，但

內容極其簡略，僅言上午臺中隊占上風，下午繼續比賽，極其盛會而已。

62 就此次賽事而論，《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毫無具體內容可言，黃旺成

                                                 
58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1926 年 1 月 4 日、1926 年 3 月 3 日，未刊稿。 
59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1926 年 7 月 4 日，未刊稿。 
60 竹村豐俊編，《臺灣體育史》（臺北：臺灣體育協會），106。 
61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九）》，許雪姬主編（臺北：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

所、國立中正大學臺灣人文研究中心，2012），260。 
62 〈臺中の庭球戰〉，《臺灣日日新報》，1922.08.14，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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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記正好可以彌補報紙之不足。再者，查考當時「五州庭球爭霸戰」，新

竹州戰績全敗敬陪末座，臺中州兩勝兩敗，冠軍是臺南州四戰全勝，臺北

州三勝一敗居次，高雄州一勝三敗僅贏新竹州，當時各州代表隊已經都有

不少臺灣人選手在其中。63 雖然新竹州戰績慘不忍睹，但公學校教師具

備相當程度的球技水準則是不爭的事實，從中也可看出臺籍球員已在臺灣

網壇佔居重要地位。 

至於公學校教師網球風氣興盛的原因，除了前述體育發展的時代背景

之外，應該與網球運動本身的特殊屬性有關。從觀念和形式來看，網球具

有高貴性和文明性，打球或比賽時不必與對手直接有肢體碰觸，賽前賽後

行禮如儀，網球術語幾乎全是英文（雖然日式英文），在當時算是較高級

的運動。再從技術面來看，網球比較偏重個人技巧，比賽只分單打和雙打，

即便雙打也是注重個人技巧再與搭檔配合戰術運用，而學校教師又有地利

之便，場地和球具的使用也比較方便，所以適合從事網球運動。 

 

五、林獻堂與內海忠司日記中的高爾夫 

 

高爾夫 (Golf) ，中文諧音「高而富」，日治時期通常以外來語「ゴル

フ」稱之，至今許多臺灣人仍使用日式發音謂之「哥魯護」。高爾夫在日

治時期即被稱為「有閒階級的遊戲」，打高爾夫者，有時又被認為是「紳

士中的紳士」；高爾夫愛好者甚至認為，一個城市若無成立高爾夫俱樂部，

則是該地方之恥辱。64 筆者曾經統計《臺灣人士鑑》中以高爾夫為休閒

興趣者，其中百分之九十是日本人，臺灣人僅有 13人，而其身分多為官

                                                 
63 竹村豐俊編，《臺灣體育史》，62-63。  
64 三卷俊夫，〈ゴルフア─は 紳士以上の紳士 〉，《臺灣日日新報》，1932.09.19，

6 版。作者三俊夫曾任臺灣高爾夫俱樂部會長達二十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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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商人、醫師和民意代表。65 下文討論林獻堂和內海忠司日記中有關

打高爾夫的記錄，正好可作為日臺籍人士之參照。 

(一)霧峰林家的高爾夫 

從《灌園先生日記》可知高爾夫曾在霧峰林家盛行一段時間，日記中

最早出現打高爾者是獻堂的子姪和媳婦──猶龍、雲龍、六龍、夔龍、雪

霞、愛子等人，早在 1930 年即有記錄。1931年 4月 15日林獻堂的兩位

姪子六龍和根生來找猶龍和雲龍，商量買高爾夫球具之事。66 1931 年 5

月 1日林獻堂首次打高爾夫球，當天日記標題即為「打ゴルフ」： 
 

今早天氣不寒亦不熱正好運動之時，招猶龍、雲龍、愛子、雪霞同

往大肚山打ゴルフ，至台中，並招六龍、子培夫婦。十一時廿分到

ゴルフ場，其場所是舊時之墓地，墳穴凹凸稍微不便。午餐後八人

用拾球童子六人，乃著手打起。余與子培夫婦今日為初次，擊多不

中，由第一孔至第五孔約費時一點鐘之久。是時風力甚強，雨將至

矣……惟猶龍在雨中擊球至第九孔然後已，比至休憩處衫已盡濕

矣，其頑強之氣概頗使人不易學也。67  
 

霧峰林家打球的場地在大肚山高爾夫球場，位於今臺中市龍井區遊園

南路監理站旁，俗稱「東海古堡」之處。該地為九洞球場，於 1926年啟

                                                 
65 林丁國，《觀念、組織與實踐：日治時期臺灣體育運動之發展》，433。此 13 人

是顏德修（南邦交通會社長）、許振乾（新竹市會議員）、陳啟琛（陳中和物產

會社長、陳啟川之弟）、辜振甫（大和興業會社代表）、劉茂雲（總督府殖產局

山林課長）、林益謙（總督府書記官）、劉清風（醫學博士、樂山園園長）、張仲

護（仲護商行主人）、林金池（醫師）、林木根（臺南州會議員）、饒永昌（鳳林

區長）、鄭根井（東臺灣畜產會社取締役）、馮子明（醫師）。當然，實際上有從

事高爾夫運動者絕不僅《臺灣人士鑑》所收錄之人。 
66 林獻堂，《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年》，許雪姬、何義麟主編（臺北：中

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央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0），334；林獻堂，《灌

園先生日記（四）一九三一年》，100、105、110、126。  
67 林獻堂，《灌園先生日記（四）一九三一年》，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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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是全臺灣第二座高爾夫球場（僅次於 1919年落成之淡水球場）。林獻

堂和楊子培夫妻同為初次下場（之前應有練習揮桿、推桿等基本動作），「擊

多不中」是很正常的現象；八個人使用六名球僮，從第一洞打到第五洞花

1小時，應該也還算正常。稍後風強雨驟，只剩林猶龍在風雨中堅持打完

九洞。從《灌園先生日記》來看，林猶龍比林獻堂更早學會打高爾夫，不

但是霧峰林家最熱衷打高爾夫之人，而且球技之高足以參加全島性比賽且

獲得佳績。1931年 7、8月的林獻堂日記，有多次提到「猶龍往大肚山打

ゴルフ不在」及「猶龍、愛子往大肚山打ゴルフ」的記載。再者，林猶龍

於該年 7月 19日奪得大肚山高爾夫比賽冠軍；又曾於林家自行舉辦的べ

ビゴルフ（Baby Golf，迷你高爾夫）競技會，以一桿之差敗給曾獲全島

冠軍的賴墩而獲得亞軍。68 1931年 5月 13日猶龍、雲龍、愛子、雪霞等

人又前往大肚山打高爾夫，此次林獻堂並未隨行。由於大肚山與霧峰相隔

遙遠，為打球必然耗費更多時間於往返之途，遂有自建球場之意。5月 17

日林獻堂招「伊若、遂性、根生、猶龍、六龍、雲龍同往萊園，計劃作べ

ビゴルフ之場所」，可見此時林獻堂已經開始著迷高爾夫了。 

依據日治時期〈臺灣ゴルフ沿革誌〉所載，臺灣最早的高爾夫組織是

1919年成立於淡水的「臺灣高爾夫俱樂部」，1928年成立的臺中高爾夫

俱樂部則次之，此後歷任總督、民政長官（總務長官）等總督府最高層官

員，以及州廳地方官員、重要人士等大多加入成為固定會員，而且都樂此

不疲。69 由於加入高爾夫俱樂部成為會員是身分地位的象徵，林獻堂可

能早已加入其中，1933 年 1 月 27 日有載：「余會吉市，監查社團法人中

                                                 
68 事見林獻堂，《灌園先生日記（四）一九三一年》，229；林獻堂，《灌園先生日

記（五）一九三二年》，許雪姬、周婉窈主編（臺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央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1），60。 
69 當時高雄州鹽埕埔一棟二層樓店舖，大約價值 800 圓；而高爾夫名牌球具 Spring

一套大約 500 圓，普通牌子則將近 300 圓。可見高爾夫球的貴族性格，在日治

時代就已定型，打得起的畢竟是少數中的少數。陳柔縉，《臺灣西方文明初體驗》

（臺北：麥田，2005），230-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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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臺灣ゴルフ俱樂部之收支決算。」70 唯當時臺灣人從事高爾夫運動者極

少，盡是最有錢、有地位之人，堪稱上流中的上流，因為不但球具設備極

其昂貴，而且打球資格也不易取得，更遑論在自家造一座球場——即便是

小型的迷你球場。 

1931 年 6 月 5 日傍晚，林獻堂往萊園散步，順便察看本日動工興建

的迷你高爾夫場所。7月 1日又前往視察，仍未完工。7月 2日「午後同

猶龍、六龍、根生、資彬往萊園，看作べビゴルフ，大約須再三日之工事

方能完成」，顯示其引頸企盼之心。7 月 6 日球場完工，在萊園召開「べ

ビゴルフ之會」並正式啟用，出席者有日籍人士和林家親友共 30餘人，

林獻堂當天打出 101 桿的成績。7 月 7 日起，「往萊園打べビゴルフ」即

經常在日記出現，當天「與水木一組，昨日打百○一，今日打九十（桿），

稍有進步矣」。71 球場建成之後，在萊園打迷你高爾夫，成為林獻堂及其

家族的重要體育活動，也經常有親朋好友或日籍人士來訪，就招待他們在

自家球場打高爾夫。1931年 8月 15日，舉辦第一屆萊園べビゴルフ競技

大會，參賽者共計 49名，其中包括林家親友及多位日籍地方人士，如霧

峰公學校校長荒川留一、訓導橋口一馬等人，並邀請曾獲全島高爾夫冠軍

的賴墩，以及賴纘是、林建文等十人從臺中前來共襄盛舉。當天日記標題

即「べビゴルフ競技大會」，內容詳記比賽人員、方式及隊伍，最後成績

桿數是「第一、六十點陳炎成（霧峰），第二、六十一點賴木生（臺中），

第三、六十二點川野（帝糖），皆與賞品。自第四至第十名面巾一條。」72 

同年 9月 5日，林猶龍與松岡富雄共赴大肚山，為來訪的前總務長官下村

宏舉行ゴルフ歡迎會。松岡富雄是將高爾夫球引進臺灣之人，下村宏則曾

經位居要津，兩位皆是名人，且與林獻堂交情深厚，而高爾夫球正是其交

                                                 
70 林獻堂，《灌園先生日記（六）一九三三年》，許雪姬、呂紹理主編（臺北：中

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央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3），39。  
71 林獻堂，《灌園先生日記（四）一九三一年》，215。  
72 林獻堂，《灌園先生日記（四）一九三一年》，258-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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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方式之一。 

由於高爾夫是一項技術條件遠高於體能條件的運動，因其心性和定力

極為重要，相較於其他運動項目，更適合中年人或女子從事，這也是日記

中林家婦女很多會打高爾夫的原因之一，其中又以猶龍之妻藤井愛子最常

打、球技最高桿。至於林獻堂的球技如何？1933 年 1 月，林獻堂在大肚

山球場打出 64桿的成績；73 同年 4月 4日，林家族人到大肚山進行高爾

夫配對賽，林獻堂與姪子瑞騰（林蔭堂之子）一組、猶龍與妻愛子一組、

林松齡（獻堂姪子、林紀堂之子）與妻敏子一組。日記有載：「瑞騰此回

為初次，打八十八點，余打七十六點，松齡打四十一點。」74 由此大約

可知林獻堂的球技如何，1931年初登場打 101桿，兩個月後進步至 90桿，

到 1933 年同樣在九洞的大肚山球場，再提升為 64-76 桿，雖然林獻堂愛

打高爾夫，但實力應該算普通而已。75  

受到霧峰林家的影響，張煥珪和莊垂勝也在臺中築造迷你高爾夫球場，

完工時還邀請林獻堂「看其所經營昨日方完成之べビゴルフ場。」；而臺中

製蔴會社技師石井對馬也到萊園繪圖，欲興建一座場地，「以供會員及家

族之運動。」76 此外，關子嶺是林獻堂常前往散心養身之處，從 1933年

日記得知該地也有迷你高爾夫球場，「三時餘四人同往清秀館訪陳慶雲，

並招之登山看べビゴルフ。」77 由上述資料推斷，或許當時臺灣曾經流行

迷你高爾夫球一段時間。 

1931年 7月到 1935年間，是林獻堂密集打高爾夫的時期，甚至打到

手臂酸麻、大腿疼痛，打針注射後照常打球，此種熱愛高爾夫在林家算是

普遍的風氣。1932 年初，林猶龍與其妻愛子更赴淡水接受臺灣高爾夫一

                                                 
73 林獻堂，《灌園先生日記（六）一九三三年》，30。 
74 林獻堂，《灌園先生日記（六）一九三三年》，136。 
75 林獻堂，《灌園先生日記（六）一九三三年》，136、140。 
76 林獻堂，《灌園先生日記（四）一九三一年》，290、394。 
77 林獻堂，《灌園先生日記（六）一九三三年》，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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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名將陳清水（1928 年榮獲日本職業高爾夫球冠軍）指導球技。78 1934

年 11月 28日林獻堂生日，祝壽活動結束後，蔡培火提議：「謂此佳辰當

行賞心樂事，猶龍言，最好者莫如登大肚山，遂決定。」79 可知其時甚

愛高爾夫。自 1937年起，受到時局驟變的影響，林獻堂雖仍有打高爾夫，

但次數明顯大幅減少。1951年 4月，年逾 70歲高齡的林獻堂避居日本，

閒暇之時曾與廖文毅、陳梧桐、林瑞池等人同遊東京相模高爾夫球場，日

記有載：「球場之大約有七、八萬坪，草色青蒼如氊，令人可愛。」80 諸

友皆下場揮桿，獻堂因「腕痛」只能旁觀，遂作一詩歌詠之： 
 

綠草如氊百畝餘，參天翠柏日斜初；境佳望去精神爽，病久行來體

力舒。 

自笑無能聊一試，不時偶中得虛譽；拾球少女勤來往，汗濕春衫尚

婉如。81 
 

(二)內海忠司從事的高爾夫運動 

內海忠司生於 1884 年，1928 年 9 月（44 歲）渡台，至 1929 年 12

月止擔任臺北州警務部長，此時期他常以騎馬當作公務視察和休閒運動的

方式，也由於職務之故，經常列席州下警察官以及武德會舉辦的武道比

賽。1929年 5月 13日伏見宮博義王來臺視察，到淡水高爾夫球場一遊，

並在微風細雨中打球，內海忠司及臺北州知事片山三郎也陪同一起打高爾

                                                 
78 林獻堂，《灌園先生日記（五）一九三二年》，36-37。 
79 林獻堂，《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年》，許雪姬主編（臺北：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中央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4），447。 
80 林獻堂，《灌園先生日記（廿三）一九五一年》，許雪姬主編（臺北：中央研究

院臺灣史研究所，2012），447。 
81 此詩正式題名為〈遊相模高爾夫球場〉，未見於日記，而是收錄在林獻堂所著詩

集《東遊吟草》。見林獻堂先生紀念集編纂委員會編，《林獻堂先生紀念集：年

譜．遺著．追思錄》（臺北：文海，1974），238。 



從日記資料析論日治時期臺日人士的體育活動  103 

夫，這是日記中最早打高爾夫的記錄。82 5 月 19 日再度陪知事到淡水打

高爾夫球，日記有載：「開始累積（高爾夫）經驗。」之後，打高爾夫的

次數日益頻繁，也常在星期日帶家人到淡水或草山，先送家人去海水浴場

遊玩，他則去打高爾夫。83  

淡水球場為臺灣第一座高爾夫球場，1918 年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下

村宏、秘書官石井光次郎、稅務課長阿部滂、臺灣銀行總經理櫻井鐵太郎、

以及三井物產會社井上信等人發起成立「臺灣高爾夫俱樂部」，開始召募

會員，此即臺灣高爾夫運動之濫觴。1919 年 6 月淡水高爾夫球場興建完

工，當時有 6 個球洞，球道總長 1224 碼； 1920 年著手進行擴建計畫，

至 1929年完成擴建為 18洞、總長 6000碼，標準桿 72桿，並舉行俱樂部

成立十週年慶祝大會。84 1922 年總督田健治郎到此視察，將其視野之遼

闊、風景之秀麗載於日記：「漸上而抵小丘頂，球戲場也。東負大屯山，

西臨滄海，南隔淡水河口，與觀音山相對，丘岡逶迆，瞻望闊大，真景勝

之地也。」85  

1929年 8月 13日時任臺北州警務部長的內海忠司與臺北州知事片山

三郎、內務部長豬股松之助，以及其他總督府官員三十餘名同到淡水，為

甫卸任的總督府內務局長豐田勝藏舉辦高爾夫送別賽，這是內海忠司首次

參加比賽，其對手為總督府土木技師中村秀太郎，「內野七四、外野一○

七，總桿數一九五」（按：內海忠司所謂的內、外野即中文的前九洞、後

九洞，亦即英文 in course/out course），這是日記中最早見到的桿數成績記

錄，但此日並未註明輸贏。86 1929年 10月至 12月間，內海忠司常在週

日陪知事到淡水打高爾夫，10月 13日再度與前述中村秀太郎比賽，此次 

                                                 
82 內海忠司，《內海忠司日記（1928-1939）》，266。 
83 內海忠司，《內海忠司日記（1928-1939）》，274-278。 
84 魏玉珍編，《臺灣高爾夫俱樂部建場 80 週年紀念特刊》（臺北：臺灣高爾夫俱樂

部，1999），19-29。 
85 田健治郎，《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中）》，585。 
86 內海忠司，《內海忠司日記（1928-1939）》，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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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1929 年伏見宮博義王來臺視察，內海忠司（左圖左一）等地方官

員隨行到淡水打高爾夫球，右圖為伏見宮揮桿之姿 

圖片來源：《臺灣日日新報》，1929 年 5 月 14 日，夕刊 2 版。 

 

「內野七四、外野六五，計百三十九勝之。」87 從 8月 13日到 10月 13

日，短短兩個月，從 195桿進步到 139桿，雖然還是「三輪車」（總桿數

破百之三位數）階段，但已算快速收到成效，且能打敗宿敵。 

1929年 12月 19日至 1931年 5月 17日轉任臺南州內務部長，此時

期較少打高爾夫，只能利用休假或出差到臺北時赴淡水打球。1930 年 1

月受臺南市尹遠藤所六之邀參與高爾夫球場興建計劃，在臺南州地方課長

岩滿重介紹下，與三卷俊夫到新化郡山上水源地高爾夫球場勘察。88 山

上高爾夫球場闢建於 1927 年，臺南州知事今川淵、警務部長藤村寬太、

勸業課長劉瑞雲是催生此球場的重要人士；起初只有七個球洞，之後整理

場地、解決排水和用水問題，再拓寬聯絡道路，1932 年夏天完成總共九

個球洞、全長三千碼、標準桿 36桿的球場。89 該球場擴建完工後成立俱

                                                 
87 內海忠司，《內海忠司日記（1928-1939）》，281。 
88 內海忠司，《內海忠司日記（1928-1939）》，307、312。 
89 劉革新，〈消失的山上高爾夫球場〉，《永遠的劉瑞山》，劉克全編著（臺南：編

者自印，2004），296-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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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部，分為榮譽會員和普通會員。普通會員入會費分為三等：一般（臺南

州內）3圓、島內他州 10圓，島外人士 50圓；至於打球費用則是平日 1

圓、假日 2 圓。90 從內海忠司日記來看，其任職臺南州內務部長時應是

山上水源地球場正在擴建之時，所以較少在臺南打球的記錄。 

1931年 5月 18日至 1932年 3月 16日擔任臺北市市尹，回臺北後又

常到淡水打球，10個月的任期裡，記載在日記至少 42次，平均每月超過

4次，可謂十分頻繁。91 1932年 3月 15日至 1935年 9月 1日擔任新竹

州知事，上任之時新竹尚未有正式球場，偶而利用公出或假日才到淡水打

球。1933 年 11 月到臺北水源地球場比賽，「與松岡、坂本兩氏競技，島

內高爾夫風氣日益興盛」。92 1934年 3月起偶而在新竹市新公園內練習揮

桿，1934 年 7 月由新竹州內務部長藤村寬太（此人即先前內海忠司擔任

臺南州內務部長時之該州警務部長，亦即由同事變成僚屬）主導興建新竹

市水源地高爾夫球場，1935 年 6 月全長二千五百碼、總共九個球洞的球

場落成啟用（位於今新竹市博愛街、交通大學博愛校區旁），由內海忠司

主持開球典禮。93 該球場亦組織俱樂部召募會員，入會費一律 20圓，每

月再收會員費 2圓，每次打球不分平假日，一律 20錢。94 由於地利之便，

此後內海忠司即經常到新竹水源地打高爾夫，同年 9月 3日離職時州廳還

為他舉辦一場高爾夫送別賽。95  

 

                                                 
90 〈天然の妙を極める 臺南ゴルフ場 內地客吸集にも利用〉，《臺灣日日新報》，

1932.08.14，3 版。按：劉革新之文回憶當年球場擴建完成於 1933 年，與《臺

灣日日新報》相差一年，此處從報紙之見。 
91 內海忠司，《內海忠司日記（1928-1939）》，380-438。 
92 內海忠司，《內海忠司日記（1928-1939）》，520。 
93 內海忠司，《內海忠司日記（1928-1939）》，615。 
94 〈新竹ゴルフリンクス 水源地附近に實地踏查を終る〉，《臺灣日日新報》，

1934.07.18，7 版；〈新竹ゴルフクラブ組織に著手〉，《臺灣日日新報》，

1935.06.09，7 版。 
95 內海忠司，《內海忠司日記（1928-1939）》，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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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1935 年 6 月 30 日新竹高爾夫球場舉行落成發會式，州知事內海忠

司為大會開球之姿 

圖片來源：《臺灣日日新報》，1935 年 7 月 2 日，3 版。 

 

1935年 9月 8日至 1939年 4月 9日擔任高雄州知事期間，是內海忠

司在臺灣任官的最後階段，也是最頻繁打高爾夫球的時期──上任第三天

即視察壽山高爾夫球場，並親自下場打球；稍後市會議員平田末治（其在

《臺灣人士鑑》中以高爾夫為休閒興趣）為其導覽介紹球場，高爾夫俱樂

部舉辦盛會歡迎之。96 內海忠司在高雄州知事任內是其高爾夫生涯的最

高峰，主要場地在壽山高爾夫球場。該球場自 1932年 11月覓地整理興建，

歷時 2年，耗費 5萬餘圓而完成。1934年 11月舉辦「開場祝賀競技會」，

與會參賽者幾乎全是日本人，臺灣人僅有高雄望族且是高爾夫名家的陳啟

川參與其中。97 而後因戰爭之故，壽山高爾夫球場於 1937 年 8 月 16 日

關閉，此事載於內海忠司日記中：「從馬公來的砲兵隊到達，以壽山高爾

夫俱樂部會所為官兵宿舍，球場自今日起關閉。」98 此後未再於日記見

                                                 
96 內海忠司，《內海忠司日記（1928-1939）》，634-635。 
97 〈壽山ゴル場 雜木伐採に著手〉，《臺灣日日新報》，1932.11.06，3 版；〈高雄

壽山ゴルフリンクス開場祝賀の競技〉，《臺灣日日新報》，1934.11.24，7 版。 
98 內海忠司，《內海忠司日記（1928-1939）》，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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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打高爾夫的記載，而當時的壽山高爾夫球場則在戰後由國軍接收，現今

是海軍陸戰隊駐紮之軍事管制區，不論登山客或一般民眾皆不得進入。 

內海忠司到任高雄州知事時，壽山球場剛啟用未久，從 1935年 9月

到 1937年 8月球場關閉止，在將近 2年時間內，日記所載至少打高爾夫

300次，平均每兩天一次，可謂十分頻繁。與內海忠司一同打高爾夫者多

為高官顯要或會社要員，幾乎全是日本人，臺灣人僅曾與陳啟川打過一

次。再者，當內海忠司擔任臺北州警務部長或臺南州內務部長時，經常與

該州知事打高爾夫，等到內海升任新竹州、高雄州知事時，則該州的課長、

部長、局長等官員經常與他一同打球，日記中對於何時與何人打高爾夫都

有詳細記錄。1937 年 3 月 3 日起，更經常記錄當天打球的桿數，而且是

逐洞記錄、再合計總桿數。從中可推斷內海忠司的球技，打完九洞大多落

在五十幾桿（一般而言，九洞的標準桿是 36桿），偶而也有四十幾和六十

幾桿，差點（實際桿數減去標準桿）大多固定落在 20桿之內，球技頗為

成熟穩定，以當時的球具和設備而言應屬上乘，至少比起前述林獻堂的七

十幾、八十幾桿高出許多。 
 

圖五 1934 年底甫落成啟用的高雄壽山高爾夫球場 

圖片來源：《臺灣日日新報》，1934 年 11 月 23 日，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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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林獻堂與內海忠司日記中打高爾夫球人士之分析 

由於高爾夫的特殊屬性，日治時期能夠從事此項運動者，更是金字塔

社會結構中的最頂層，中層以下人士根本無能力為之。因此，高爾夫自日

治時期起即具有爭議性。1931 年《臺灣新民報》就批評高爾夫是「貴族

化的運動」，球場盡是「高官們的享樂地」： 
 

在數年前，那古色盎然、擁有歷史上重大價值的英國領事館邊，由

當局建設一個美麗的高爾夫（ゴルフ）球場。該場碧草如茵、連綿

數十畝，臨高眺望，風景絕佳。這個建設全為臺北的高官顯紳們，

在他們清閒的休暇中做這種貴族化的運動起見，乃投巨資而設

立……。這種娛樂，一人打球，須僱一人負責球扱，其不經濟，可

謂至極。僅僅球具一套，亦在三百元以上，其他服裝種種之計，一

年之費約數百元。且高官顯紳為打高級的高爾夫球，不時須光臨淡

水，以前臺北淡水間的道路，亦因此全部改築擴大，平坦途上，官

車馳逐，而一般小民的田地、數百甲的良田盡充為道路之用，怨聲

載道、敢怒不敢言。如遇高賓貴客來臺，便要介紹到淡水，一遊全

島聞名的高爾夫球場……。平和清靜的小鎮上，點綴著這樣一個最

高級的娛樂場所，和貴顯氣分（氛）的充溢，在他們淳厚的空氣中，

或會感覺著不調和的氣味罷！99  
 

由於高爾夫球的「高貴」屬性，為使球場交通便捷以利打球，必定開

闢周邊道路，就此而言，其實有助促進交通設施的發達。當時臺籍人士能

受邀成為會員、與日本官紳進出高爾夫球場者，不僅須具有相當的社會地

位，而且必定與日本人關係友好。然而，《臺灣新民報》對高爾夫的批評

實有過當之處，其實高爾夫是一項高經濟產值的運動，不僅是高官顯要的

                                                 
99 〈高官們的享樂地 淡水高爾夫球場〉，《臺灣新民報》第 369 號，1931.06.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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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樂活動而已，此因闢建高爾夫球場，還可帶動交通建設和經濟發展，例

如球場大多位於郊區，道路開通和公共運輸必然隨之而來；再者，打高爾

夫球隨行的桿弟和維持場地設備也創造不少就業機會，這對於社會、經濟

地位相對處於弱勢的一般臺灣民眾而言，其實有其貢獻之處。 

從日記得知，林獻堂打高爾夫球始於 50 歲之齡，內海忠司則是 45

歲，可謂相去不遠。論球技，雖然兩人並無直接對戰記錄，但如前文所推

斷，應是內海忠司勝過林獻堂頗多。由於兩人日臺及官民身分截然有別，

本文附錄詳列日記中哪些人士打高爾夫，對於日治時期臺灣的高爾夫球運

動能有更多的瞭解。必須在此強調的是，林獻堂日記中包含高爾夫球場及

自家興建的迷你高爾夫（べビゴルフ），內海忠司則全是在正式的高爾夫

球場。從中可知，內海忠司大多與日本人打高爾夫，臺灣人僅陳啟川出現

過一次；由於內海歷任各地方官，其球友遍佈全臺北、中、南部各地，但

全部都是高官顯商上層社會之流。林獻堂則大多和臺灣人打高爾夫，雖然

也不乏日本人，但多是地方級人士，至於曾經位居要津的下村宏（總務長

官）和平山泰（臺北州知事），都是在卸任退位後才和林獻堂打球。從內

海忠司和林獻堂的高爾夫球友似乎可看出，在殖民地，統治者和被統治者

的處境畢竟不同。再者，《灌園先生日記》中打高爾夫的女性為數頗多，

此與林獻堂提倡新文化和提高婦女地位相符合，也可視為社會進步的象

徵。 

 

六、結論 

 

綜合本文所述，由於身分地位有別，從不同的日記傳主能夠觀察到日

治時期臺日人士從事體育活動的不同面向。從日記資料可知，地方保正如

張麗俊，在武德會召募會員及徵收會費方面，算是最基層的協力者，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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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參與街庄運動會的舉辦和觀看。從黃旺成日記則可知公學校如何規劃

舉辦學校運動會，日臺籍教師在其中的合作與衝突，以及公學校教師以網

球做為休閒運動的種種情況。林獻堂本身具有多項運動技能，也曾在地方

上自行舉辦運動會，而其熱愛高爾夫的情況，更在日記中表露無遺。值得

注意的是，張、黃、林三位臺籍人士都有深厚的漢學根柢，也都是詩社中

的重要成員，他們身處殖民時代，一方面承襲漢文化，一方面又同時吸收

東西洋文化素材，例如武德會和運動會的參與，以及打網球和高爾夫球，

可謂融合傳統與現代於一身，這似乎也是臺灣在殖民統治時期多元文化的

一種象徵。 

從田健治郎與內海忠司日記則可看出日治臺灣體育史的另一個面

向，由於身處統治階層的頂端，他們參與的體育相關活動顯得較有「高貴

性」，也可從中具體看出高層官員在體育發展上所扮演監督者的角色。若

再將此五人的日記一併討論，更可看出由於日臺籍與官民身分的不同，在

體育地位上的差異性，亦有助對日治臺灣體育史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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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林獻堂與內海忠司日記中打高爾夫球之人士 

出處 《灌園先生日記》 《內海忠司日記》 

人物 

林獻堂、楊水心、林階堂、林猶龍、

林雲龍、林夔龍、楊雪霞、林六龍、

林根生、楊子培、林青鸞、莊伊若、

莊垂勝、林資彬、江連鼎、王金海、

蔡培火、羅萬俥、林柏壽、林金水、

吳水木、張燕清、楊肇嘉、楊景山、

賴墩、賴纘是、賴木生、林建文、林

麗川、溫成龍、陳炎成、張煥珪、高

天成、林關關、林培英、呂靈石、呂

磐石、陳清水、林以義、林津梁、林

松齡、張聘三、張深鑐、彭華英、林

逢源、吳素貞、楊月珠、蔡旨襌、林

垂珠、林正勝、劉茂雲、廖文毅、陳

梧桐、林瑞池。林士英、王烈嗣、林

金洲、林資瑞、林金昆、張耀堂、林

啟昌、陳容紉、阿薇（即楊素英）、

王傑夫、賴其昌、莊垂恩、徐阿元、

謝廉清、王富卿、張秋海、林瑞三、

洪壽仔、張阿溪、林和平、王友芬、

羅志標、郭竹圍、王天賞、莊龍溪、

李振芳、阿乙。 

（以上臺灣人皆為林獻堂親族或友

人） 

日本人士： 

藤井愛子、神倉敏子（此二人皆獻堂

媳婦）、下村宏（曾任總督府民政長

官、總務長官）、松岡富雄（臺灣新

聞社社長）、坂本素魯哉（彰化銀行

支配人）、照山昇（臺中醫院內科醫

長）、山移定正（辯護士）、平山泰（前

臺北州知事）、仁田利助（南洋倉庫

會社取締役）、竹下豐次（臺中州知

事）、柳澤道太郎（大屯郡警部補）、

常見秀夫（辯護士）、貴田一郎（和

洋雜貨商）、八角德三（大屯郡警察

課長）、久保基樹（大屯郡警部補）、

齊田（霧峰庄巡查部長）、堤正威（大

內海忠司、伏見宮（博義親王）、中

川健藏（臺灣總督）、片山三郎（臺

北州知事）、豐田勝藏（總督府內務

局長）、豬股松之助（臺北州內務部

長）、中村秀太郎（總督府技師）、岩

滿重（臺北州內務部長）、三卷俊夫

（臺灣倉庫會社專務取締役）、下村

宏（前總務長官）、竹藤峰治（華南

銀行常務取締役）、後宮信太郎（總

督府評議員）、松岡富雄（臺灣新聞

社社長）、坂本素魯哉（彰化銀行支

配人）、三好正雄（總督府評議員）、

本間善庫（新竹州事務官）、西澤義

徵（總督府稅關長）、大竹勇（臺南

州內務部長）、梅野清太（總督府評

議員）、堀田繁勝（總督府事務官）、

藤村寬太（新竹州內務部長）、大江

退三（臺灣銀行新竹支店長）、西村

德一（新竹州地方課長）、河村徹（臺

灣日日新報社社長）、大澤貞吉（臺

灣日日新報社主筆）、高原逸人（新

竹州警務部長）、小澤太郎（新竹州

高等警察課長）、永田正吉（總督府

營林局長）、大關善雄（新竹州文書

課長）、大江二郎（總督府技師）、高

木秀雄（新竹郡守）、今川淵（臺南

州知事）、中川幹太（大阪商船高雄

支店長）、平田末治（高雄州會議

員）、水澤孝策（香港總領事）、岡野

繁藏（爪哇事業成功者）、伊藤英三

（高雄州地方課長）、尾山義一（高

雄州文書課長）、牧山竹松（三菱會

社高雄支店長）、淺野良三（淺野洋

灰高雄工場長）、納富耕介（高雄州

土木課長）、家村隼人（高雄州勸業

課長）、村上義卓（三井物產高雄支

店長）、德永秀夫（臺北州教育課

長）、石川定俊（臺北州警務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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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郡守）、杉山茂顯（臺北帝大教

授）、遠山景（辯護士）、谷山靜夫（臺

中州警察課長）、荒井賢次郎（臺銀

臺中支店支配人）、橋口一馬（霧峰

公學校訓導）、河野十郎（臺中市役

所助役）。 

西洋人： 

劉、偉二牧師（英國劉忠堅、加拿大

偉彼得） 

今田卓爾（總督府事務官）、升三保

一（總督府秘書官）、須田一二三（總

督府農務課長）、西村高兄（總督府

山林課長）、江藤昌之（總督府稅務

課長）、加藤晴治（總督府技師）、中

川富強（大阪商船高雄支店長）、後

藤多喜藏（門司市長）、中野真吾（門

司市會議長）、森岡二朗（總督府總

務長官）、森田俊介（總督府警務課

長）、石垣倉治（總督府警務局長）、

二見直三（總督府警務局長）、高橋

尚秀（高雄州警務部長）、土居美水

（高雄州教育課長）、三縣三郎（總

督府內務局長）、中村寬（總督府秘

書官）、宮澤源吉（勸業銀行高雄支

店長）、大森兼市（ ）、山崎（ ）、
吉成（ ）、松木（ ）、山下（ ）、渡

邊（ ）、竹內（ ）、井口（ ）。（以

上皆日本人） 

臺灣人：（僅一位） 

陳啟川（陳中和物產會社取締役）  

菲律賓游泳代表隊教練（未具名）、 

☆人名或姓氏後之括弧空白者，表身分尚未查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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